
 

 

从分享到共享
—基于 CFPS 收入数据的发展成果多维共享格局研究

阮    敬，刘雅楠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统计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全面了解我国发展成果的共享状况及其演化过程是有效推进“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的迫切需要。文章在捋顺分享和共享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发展成果共享指数并结合多

参数收入分布拟合方法，利用 CFPS 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刻画出我国发展成果共享的格局和不同

收入维度对共享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发展成果共享的情况较为乐观，资产性收入和

转移性收入对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成果共享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工资性收入仅对不同收入群体内

的成果分享有较大贡献。适度调高非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有利于降低共享的不平等程度并平衡工资

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结构关系，能够促进成果共享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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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积累了大量的发展成果。近年来，经济下行和结构

失衡的压力增大、收入不平等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成为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探索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机制和路径，实现发展成果的合

理分配，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让全体人民

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喜悦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

就说明了发展是手段，共享才是目的。如何在做大“发展”这块“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促进

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需要设计量化方法来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成果的共享状况及其演化过程。

发展成果共享是一个多方面、深层次的系统问题。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针对该问题就

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Rawls（1971）从权利分配公平正义性角度提出，在一个社会中，促进最

不幸运成员福利的提升，应该是经济社会政策最主要的优先事项。Chenery 等（1974）等从福利与

经济增长关系角度提出，以总体经济增长来衡量社会福利过于狭隘，很难充分体现出社会福利

的状况，人们应该将关注点从总体经济增长转到贫困人口的脱贫。20 世纪 80 年代所涌现出的一

些新的学术观点，将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标进一步扩大，并将这些目标作为衡量发展的依据。

他们普遍认为，对物质产品或其所有权的获取不应该成为发展的最终目标。Sen（1983、198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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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指出，发展和进步应该体现在人的能力方面。Basu（2006）认为，发展的目标远不止收入的增

长，其范围应该更加广泛，包括更好的生活质量、教育的普及、商品和服务更加公平的分配，提出

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系统性的包容性发展。此后，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对”发展的观点，即

建议经济发展成果应涓滴贫困人口甚至低收入群体（Kakwani 和 Pernia，2000；Son，2004；Essama-

Nssah 和 Lambert，2009；Negre，2010；Subramanian，2011；等）。还有一些涉及“包容性增长”和“包

容性发展”的学术成果，也为共享发展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

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其实质就是寻求一种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并且能够保障让所取得的发展

成果被人民群众合理、公正地享有的综合目标。Kanbur 和 Rauniyar（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核

心不仅要体现出收入不平等的减少，还要考虑非收入层面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包容性增长也被

定义为促进机会平等的增长（Ali 和 Zhuang，2007）以及社会机会的益贫性增长（Ali 和 Son，2007）；

Klasen（2008）和 Grosse 等（2008）等认为，非收入发生曲线与社会机会的益贫性息息相关，这种非

收入发生曲线常用于衡量教育和健康等非收入层面的福利改善。

国内关于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早在 40 多年前就已出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带动后

富，共同富裕”理论已经被我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所证明。近年来，我国学者主要从共享

主体、共享内容和共享所面临的阻碍等几个方面对共享问题展开了讨论。人民是共享的主体，这

是学者们最主要的共识，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并且要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左鹏，2016；

奚洁人，2017；等）。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人民”这一概念应当化抽象为具体，应当对这一抽象

群体进行具体的区分（郑功成，2015）。就共享的内容而言，大量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出发，认为所

共享的发展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领域的发展成果，而其核心是经济成果

（李昌麒和甘强，2010；郭广银，2015；赵振华，2016；等）；也有许多研究基于微观角度来论述这一

问题，包括消除贫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刺激就业和创业、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扩大公共服务

的范围、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内容（赵满华，2016；等）；另外，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

的研究认为，共享不仅要强调成果的共享，也应涉及劳动过程的共享（刘凤义，2016）。而关于共

享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可以归结为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和贫困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因

此，要找到实现全面共享的途径，必须深入分析这些阻碍因素并探究其影响机制，才能有的放矢

地发现并解决问题，以达到促进全面长期共享的目的。

现有对发展成果共享水平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张琦等（2017）通过构建成果共享的指标体

系，从不同维度展开综合评价。但是其瞄准性和针对性不够聚焦，显得过于抽象，还没有触及共

享理念的主体问题，整个理论研究的空间亟待拓展。还有学者使用社会机会函数或消费收入弹

性进行体系构建和测度（Ali 和 Son，2007；Suryanarayana，2008；郑瑞坤和向书坚，2018；等），这些研

究相对具有指向性，但是未将微观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难以体现不同共享主体对不同来源成

果的共享状况。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针对共享问题的讨论尚存在改进之处。首先，已有研究主要局限于理论

讨论层面，针对共享问题的定量分析相对较少；其次，已有研究大都将人们可感受到的物质性和

精神性成果的总和作为发展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实际上，改革发展过程中以经济成果为主的

各方面成果，会通过收入和财富的方式分别以流量和存量的形式聚集，在宏观调节的影响下最

终形成可供全面共享的成果。因此，这些成果可由不同来源的收入进行多维度的测量；最后，居

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是实现共享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已有研究往往仅瞄准某一个特定收入群体单

一维度的总收入水平，并没有基于一个统一框架来对不同主体的多维共享状态进行深入分析。

因此，如何在全面考虑宏观效应和微观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指标来量化发展成果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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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及其演化过程，进而深入分析发展成果的多维共享格局，刻画出共享的实现路径，是有效推

进“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迫切需要。

本文将就如上问题展开讨论。其中，第二部分在对成果分享和共享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

基于 Kakwan 和 Son（2016）的“增长和共享繁荣”理论，构建了考虑发展包容性且可用收入来源度

量的多维共享格局理论框架及其测度指数；第三部分使用多参数方法来拟合我国居民家庭的收

入分布以识别高低收入群体，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第四部分对我国发展成果的共享程

度和多维共享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部分给出了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二、发展成果多维共享格局的理论框架

（一）成果分享与成果共享

共享作为发展理念之一，不仅着眼于发展成果的分配，更体现了发展方式的创新。共享既不

是独享也不是均享，并且“共享”和“分享”①也是两个不同概念，共享是在分享的基础上进一步考

虑公平正义的问题。不仅如此，共享在着力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也调动了他们参与社会发展的

使命感。分享往往探讨一个特定群体所占有的福利状况（阮敬，2012），并不关注分享的结果是否

公平合理，它体现了一定的目的性，并强调了人人有份。而共享则是无条件的共同享有，在强调

人人有份的同时更关注公平性，且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共享是一种差异性的享有，呈现

了一种相对的状态，并且这种合理的差异性也能充分调动人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共享旨在分

享社会财富的同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不是致力于某一特定群体利益的“劫富济贫”。可

见，分享是一种过程，而共享是一种状态或结果；分享是共享的前提，共享是分享的进一步发展，

不能把成果共享等同于成果分享，共享更具有包容性，旨在提高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共

享的这种包容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

中才能实现成果共享。

发展成果的分享是指资源的分享，通常以福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福利可以由以货币

度量的收入分布趋势所反映，基于收入的度量并不是忽略了福利的其他方面。首先，收入本身是

通过市场交易而汇集各种商品和服务所形成的结果，因此能够用来衡量不同方面、不同领域的

社会福利。另外，以经济成果为主的各方面发展成果会通过收入和财富的方式分别以流量和存

量的形式聚集，在宏观调节的影响下最终形成可供人民享有的发展成果。这些成果涉及许多公

共服务领域，如安全、教育、卫生和电力等，通过收入来对这些不同量纲的发展成果进行度量，会

更容易理解也更具有可比性。人们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评估，大多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虽然

该指标能呈现出整个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的状态，但是很难反映出个人的福利状况，更无法

说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境况。而用个人成果总和即全部个体收入水平来测度整个经济社会发

展及其成果共享程度，不仅可以反映出个人的福利状况，也可以测量出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福

利状况，更可以充分响应我国收入优先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

世界银行（2013）将收入最低的 40% 人口收入增长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来评价共享的

程度。Kakwan 和 Son（2016）根据这一经验测度提出了“增长和共享繁荣”的理论框架，他们基于

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作是个人福利总和的思想，假设整个社会发展成果是所有个人成果

总和的函数，这就意味着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关注重点是个体收入水平，同时经济的进步应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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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的“分享”是指以各主体的收入来衡量其所获得成果的一个过程，具有一定的“瞄准性”；而“共享”则是指在分享成果的基础上进

一步考虑了各主体间收入公平性的一种状态，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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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能“涓滴”至社会相对弱势的成员，这部分群体在一段时期内的持续发展充分反映了共享的

程度。

该理论认为需要通过个人成果的总和，也就是全部个体收入的状况，来测度整个社会发展

与繁荣的程度，也即：

µ = ∫ ∞0 x f (x)dx （1）

f (x)上式假定随机变量 x 是个体的收入， 是 x 的密度函数即收入分布函数。

0.4 = ∫ z

0 f (x)dx

针对世界银行提出的共享繁荣目标，发现关注收入分布底部 40% 群体的收入状况，将有助

于分析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相对弱势群体收入的影响。因此，假定收入分布底部 40% 所对应的

收入为 z，也即： 。Kakwan 和 Son（2016）定义的共享为：

µs =
∫ z

0 x f (x)dx

∫ z

0 f (x)dx
（2）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往往认为共享就是分享，故这一理论框架评价的是低收入群体成果分享

的程度，并没有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包容性，无法用它来测度发展成果共享的水平。从共享的社会

基础来看，共享并不着眼于某一特定群体的福利状况，也不仅仅是“扶贫济弱”，而应该立足于社

会的公平正义性和各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包容性的基础上对式（2）作了进

一步完善。

（二）发展成果共享指数

理论上每一个个体都是成果的共享者，公平与效率和谐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实现发展成果共

享的最主要途径（陈宗胜，2018）。因此，可以将共享者的共同特征提取出来，形成不同的收入群

体，将个体分享上升为群体共享，为发展成果共享的实现路径研究打下基础。事实上，对发展成

果共享更好的评估，不仅要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分享程度，还应该考虑到最低收入群体和最富裕

群体收入的差异程度，这样才能够充分说明社会的包容性，也能将不同收入群体（即分享主体）的

分享水平纳入其分析框架中，从而实现成果共享的全面统计测算。

Palma（2011）在研究各国收入分布时发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50% 或略高的国民收入都

是由收入分布中 50% 的中等收入群体所掌握的。另外 50% 或略低的国民收入将在最富有的

10% 和最贫穷的 40% 群体之间争夺。由于这 50%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相当稳定，因此，不

是仅专注于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水平，而是应该将收入分布的上下“尾巴”（前 10% 和底部 40%）的

作用纳入到发展成果共享指标的框架中。所以，收入最高 10% 群体所拥有的收入与最低 40% 群

体所拥有的收入的比值，即 Palma 指数为：

P = ∫
+∞

t x f (x)dx

∫ z

0 x f (x)dx
=
µt

4µs

（3）

其中：μt 为收入最高 10% 群体的分享程度：

µt =
∫ +∞t x f (x)dx

∫ +∞t f (x)dx
（4）

∫ +∞t f (x)dx = 0.1这里的 t 为收入分布中收入最高 10% 的群体的收入线，且 。

该比值对收入分配的变动情况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它会随着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的增加而

急剧升高，于是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不平等水平的变化情况。该比值高的国家，可以通过“提低”

和“限高”等手段来提高公平性，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体系。

本文基于对分享和包容性的共同考虑，定义出了发展成果共享指数。发展成果共享的本质

是发展的均衡、公平与普惠，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等各方面的全面提升。联合国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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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与社会发展

关系密切的方方面面。可见，人类发展指数和发展成果共享有异曲同工之妙。依照进行不平等

调整后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构建思路，最终可以得到发展成果共享指数为：

S = µs
1/P （5）

该发展成果共享指数不仅体现了发展的包容性，还考虑了不同群体的共享状态。该指标值

越大，整个社会的成果共享程度就越高；相反，该指标值越小，成果共享的程度就越低。

根据阿特金森社会福利理论，本文定义的发展成果共享指数也存在一个隐含的相对不平等

的度量：

I = 1− µs

µt

（6）

A = µt −µs

lnµs = lnµt + ln (1− I)

其中：I 的值介于 0 与 1 之间。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I 不是对收入不平等的度量，而是对共享不

平 等 的 度 量 ， 而 这 种 不 平 等 的 绝 对 度 量 为 ： 。 可 见 ， 当 两 部 分 群 体 的 收 入 同 时 增 加

或减少相同数量的时候，这种绝对不平等的度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此外，根据式（6）可得：

，则最低收入群体的分享程度、最高收入群体的分享程度和共享公平性的增

长率间的关系为：

∆ lnµs = ∆ lnµt +∆ln (1− I) （7）

∆ ln (1− I)其中：如果共享的公平性增加/减少， 将为正/负。共享公平性的提升表明，经济增长对底

层 40% 人口所带来的贡献要大于对最高收入群体的贡献。因此，共享公平性的增加程度可以用

来衡量低收入群体增长率的提升程度。

（三）发展成果的多维共享格局

从宏观上来看，国内有学者提出，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才是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实质（刘扬

和王绍辉，2009）；郭晗和任保平（2011）认为，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提高也能充分体现

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状况，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收入分配格局对增长成果分享性和经济

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张贤明和陈权（2014）认为，发展成果的共享需要制度安排的

保障，并提出了要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普遍受益与合理差别、发展型与补偿型共享相

结合等方面的建议。可见，不同来源的收入会对发展成果共享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造就不同

的共享格局。

在关注单一收入变量对整体共享程度测度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改革发展过程中以经济成果

为主的各方面成果会以怎样的结构通过收入和财富方式分别以流量和存量的形式聚集，在宏观

调节的影响下最终形成可供人民共享的发展成果。因此，从广义上来看，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

源是劳动报酬收入、家庭财富即资产性收入以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的转移性收入等几个维

度。只有全方位地考虑多维收入变量，才能更全面地解释共享水平变动的原因，进而分析发展成

果共享的多维格局。根据不同的来源，家庭收入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不同来源的收入结构和水平能够决定总收入的结构和水平。其中财产性收入与

家庭财富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国内有关财富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将财产性收入等同于资本收

入。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资产性收入还包括家庭经营收入，这是由于经营收入是通过家

庭拥有的资本而取得的收入。本文所研究的多维共享格局，将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

入统一定义为资产性收入即家庭财富。研究工资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这些不同

来源的家庭收入对共享成果带来的影响和贡献，这就意味着从收入流量、财富存量和宏观调节

三个方面全面解析发展成果的形成机制及其共享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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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m

i=1 yi (x)

µi = ∫ ∞0 yi (x) f (x)dx µ =
∑m

i=1 µi

假设存在 m 个相互排斥的分项收入，即从 m（m=3）个来源获取全部收入，yi（x）用来表示一个

收入为 x 的家庭，其 i 为来源收入的情况，可得 。同理，各分项来源的收入水平为：

，且 。那么，（μi/μ）×100 就反映了 i 分项收入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

µis =
∫ z

0 yi (x) f (x)dx

∫ z

0 f (x)dx

µit =
∫ +∞t yi (x) f (x)dx

∫ +∞t f (x)dx

同理，收入最低的 40% 的群体其 i 来源收入为： ；收入最高的 10% 的群体

其 i 来源收入为： 。进一步有：

µs =
∑m

i=1
µis （8）

µt =
∑m

i=1
µit （9）

上述等式可以用来估计每个分项收入对不同群体分享成果的贡献程度。（μis/μs）×100 用来表

示 i 项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贡献率，（μit/μt）×100 用来表示 i 项收入对高收入群体的贡献率。

对不同来源收入的识别将有助于研究其对共享的贡献程度，从而能够更加全面且有针对性

地制定相应政策。如果第 i 来源的收入对底层 40% 人口所拥有收入的贡献，超过其对最高收入

群体的贡献，那么该分项收入将会促进共享。因此，有对共享的另一种定义是：

φi =
µisµt

µsµit

（10）

如果 φi>1，那么第 i 项收入对收入最低的 40% 群体的贡献超过了最高收入群体的贡献；如

果 φi<1，那么第 i 项收入则对高收入群体的贡献超过低收入群体。很明显，φi 就意味着一个特定

的收入来源将会促进或是阻碍发展成果的共享。

同样地，各分项收入也可以用于解释不同收入来源所造成的相对不平等和绝对不平等

情况：

I =
∑k

i=1
(µit −µis)/µt （11）

A =
∑k

i=1
(µit −µis) （12）

则[（μit−μis）/μt]×100 和（μit−μis）×100 分别用来表示第 i 项收入对共享相对不平等和绝对不平等

的贡献程度。

从理论上讲，对共享的测度不仅是瞄准了某一群体的分享过程，还关注了不同群体的共享

状况。也即，既要求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有所发展，也要求可持续的发展更具有包容性。此外，共

享作为发展的一种手段，往往要求不断地调整分配关系。因此在关注不同群体共享水平的同时，

还要适当调整各群体间的分配关系；在考察不同来源收入对共享贡献程度的同时，还要考虑不

同收入结构对共享格局所产生的影响。

三、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分布的拟合与收入群体界限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需要确定划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界限，还需要确定不同群体内部的收

入信息。然而，居民收入的总体特征情况往往未知，这就需要运用样本数据去估计居民收入的总

体分布，从而充分反映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2010−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来拟合我国居民的家庭收入分布，在此基础

上计算并分析我国发展成果的共享格局。CFPS 调查通过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

问卷四种主体类型问卷来收集样本信息，从个体信息、家庭信息和社区信息三个层面反映了中

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等动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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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 CFPS 家庭面访数据集的家庭总收入和相应的多项收入，并将 2012−2016 年的数

据均调整至 2010 年的价格水平，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可比性。同时考虑到数据中异常值可能造成

的影响，在不影响数据充足性的情况下，将低于 0 以及与中位数之间距离大于三个标准差的数据

剔除，最终整理得到 2010 年的样本数量为 11 774 户，2012 年的样本数量为 9 312 户，2014 年的样

本数量为 10 642 户，2016 年的样本数量为 10 418 户。此外，根据上文所定义的资产性收入，在处

理数据时合并了家庭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即为下文中的资产性收入。其中，经

营性收入为农业生产纯收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利润收入；财产性收入由出租和出卖

财物所得的收入、存款利息和投资金融产品的收入加总得到。

本文首先通过 DAGUM 分布对家庭总收入的分布进行了拟合。DAGUM 分布是拟合多参数

收入分布的方法之一，由于该分布有两个控制形态的参数，这会使参数的可解释性较强，拟合效

果较好。张萌旭等（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各类收入分布函数中 DAGUM 分布是除广义第二

类 Beta 分布（GB2）外拟合误差最小的分布，但 GB2 分布的参数相对较多，就会导致运算成本大

幅增加。综合来看，DAGUM 分布为更优的选择。给定该分布的密度函数有：

f (x;a,b, p) =
apxap−1

bap
[
1+

(
x
b

)a]p+1 （13）

在上述 DAGUM 分布中，Xi 表示第 i 个单位（个人、家庭和省份等）的收入观测值，a、b 和 p 都

是正数，b 为规模参数，a 和 p 都为形态参数，经验表明多个参数方法对收入原始数据的拟合偏差

要小于非参数分布，能够更加精确地呈现收入分布的形态变化。

X ∼ D (a,b, p)⇔ X ∼
GB2(a,b, p,q = 1)

此外，DAGUM 分布是 GB2 分布的特殊形式，即 GB2 中参数 q=1 时有：

。该分布的分布函数为：

F (x;a,b, p) =
(
1+

( x
b

)−a)−p

, x > 0 （14）

期望和方差分别为：

E (X) =
bΓ

(
p+

1
a

)
Γ

(
p− 1

a

)
Γ (p)

Var (X) =
b2

{
Γ (p)Γ

(
p+

2
a

)
Γ

(
p− 2

a

)
−Γ2

(
p+

1
a

)
Γ2

(
p− 1

a

)}
Γ2 (p)

S M =
∑M

i=1 bi (ai−1−ai)

S ′M = bk (ak − xmin)+
∑M

i=1 bi (ai−1−ai)+bl (xmax −al−1)

S M = ∫ xmax

xmin
f (x)dx = ∫ xmax

xmin
(
∑M

i=1 p j

(
f j (x)

)
dx

本文对收入分布拟合效果评价时采用拟合面积误差比率（阮敬等，2015）。记 xmin 和 xmax 分别

为家庭收入样本中的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并记全部样本直方图的组数为 H 组，此外 ai-1、ai 和

b i 分别为第 i 收入组（ i=1，2，…，M）的收入下限、收入上线和频率与组距的比值，ak - 1<xm i n<ak，

al-1<xmax<al，1≤k<l≤M，那么直方图的面积有 ，在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区间内直

方图的面积 ，同时在此区间内所拟合曲线的面积为

，于是有拟合面积误差比率为：

ε =

∣∣∣S M −S ′M
∣∣∣

S ′M
（15）

该值越小表示收入分布的拟合效果越好。为减少分析结果的异质性，本文在对历年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时，选择各年基本持平的最小误差比率来确定分布函数的具体参数。

如图 1 所示，四个年份的收入分布基本上呈现了向右平移的趋势，表明总的收入水平有所

增加，家庭收入是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呈现出中间收入组尖峰部分的密度稍有下降、左端至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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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减少、右拖尾部分面积增加的态势，收入

分 布 逐 年 平 缓 ， 并 且 这 种 变 化 趋 势 较 为 显

著。同时从表 1 中的具体数值来看，四个年份

的收入中位数分别为 15 721 元  、17 996 元、

23 213 元和 28 718 元，而居民家庭平均收入分

别为 35 492 元、40 307 元、45 328 元和 51 338 元，

收入中位数远小于平均收入，四个年份的收

入分布成明显右偏态势。本文基于该分布还

计算了各年份的低收入线（40%）和高收入线

（90%），其中：2010 年低收入线和高收入线分别为 12 485 元和 61 792 元；2016 年的低收入线和高

收入线分别为 23 819 元和 92 257 元，六年间两者分别上涨了 11 334 元和 30 465 元，高收入线的

增长幅度是低收入线的 2.69 倍左右，大部分家庭的收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仍然存在严重的

偏态分布，整体收入分布表现出一定的趋异性，可以看到多数家庭都向着更高的收入组中流去，

只是表现出不同的流动程度和流动速度，这就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针对各年份居民家庭收入分布的拟合，

通过计算分布拟合误差比率来评价收入分布

的拟合效果，以确保后续研究结论更合理可

靠。由于组距设置越小，样本分组就越多，直

方图就越接近真实的分布密度，本文将样本

组数设置为 50 组，通过计算发现 DAGUM 分

布 下 四 个 年 份 的 拟 合 面 积 误 差 率 分 别 为

0.019、0.018、0.019 和 0.021，基本保持在 0.02
附近。为保证可比性，同样尝试对比非参数

K (x) = (2π)−d/2exp
(
− 1

2
xT x

)
核 密 度 估 计 的 拟 合 情 况 ， 在 进 行 核 密 度 估 计 时 所 使 用 的 核 函 数 为 ，

拟合结果如图 2 所示。经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所拟合的居民家庭收入分布的拟合面积误差比

率分别为 0.081、0.104、0.072 和 0.063，均大于 0.05 且差异较大。对比发现，DAGUM 分布下四个年

份的误差比率较小，拟合效果较好，使用该分布对居民家庭收入进行拟合具有一定的客观合

理性。

表 1    DAGUM 分布下各年份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参数 a 1.50 1.50 1.60 1.70

参数 b 9 500 10 000 10 000 13 000

参数 p 1.8 2.50 3.00 3.00

拟合面积误差比率 0.019 0.018 0.019 0.021

收入中位数（元） 15 721.31 17 996.32 23 212.62 28 718.00

平均收入（元） 35 492.26 40 306.65 45 328.07 51 337.72

低收入线（元）（40%） 12 485.46 14 359.75 19 029.34 23 819.37

高收入线（元）（90%） 61 792.88 69 915.75 80 213.37 92 2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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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AGUM 分布各年份居民家庭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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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核密度估计各年份居民家庭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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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于 2000−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①收入分组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年份低收入群

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情况。如图 3 所示，中间 50% 群体的收入占比达到国

民总收入的一半略高，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群体的收入份额相当稳定。因此，将最贫穷的

40% 的群体与最富有的 10% 的群体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体现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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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各年份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占比

 

四、我国发展成果的多维共享格局

在拟合 2010−2016 年我国居民收入分布并确定收入群体界限的基础上，根据公式（5）和公

式（10）可以测算我国发展成果共享的水平和不同的收入来源对共享的影响程度。即发展成果共

享指数和多维共享格局分别由表 2 和表 3 给出。
 

表 2    我国发展成果共享指数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社会发展程度（元） 35 492.26 39 670.05 45 328.07 51 337.72

低收入群体分享程度（元） 7 353.14 8 585.85 12 210.58 15 637.54

高收入群体分享程度（元） 193 020.00 218 055.00 220 069.20 230 722.60

Palam 比值 6.56 6.35 4.51 3.69

绝对不平等（元） 185 666.86 209 469.15 207 858.62 215 085.06

相对不平等 0.96 0.96 0.95 0.93

发展成果共享指数 3.88 4.16 8.07 13.71
 
 

在表 2 的四个年份中，低收入群体的分享程度分别为 7 353 元、8 586 元、12 211 元和 15 637 元，

高收入群体的分享程度分别为 193 020 元、218 055 元、220 069 元和 230 723 元，不同收入群体的

成果分享情况都有积极的发展趋势，两者之间的绝对差距有所增加而相对差距有所减小。这四

个年份所对应的 Palam 比值分别为 6.56、6.35、4.51 和 3.69，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

距逐渐减小，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稍有减缓。通过计算可得 6 年间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以及全

社会分享程度的绝对年增长量分别约为 1 381 元、6 284 元和 2 641 元，年增长率分别约为 18.78%、

3.26% 和 7.44%。可见，弱势群体的分享状况相对乐观，其表现明显优于高收入群体，这也同这些

年来我国力度大、规模广、影响深的扶贫政策息息相关。在不平等状况和低收入群体分享水平均

相对好转的共同作用下，四个年份的发展成果共享指数呈现了上升趋势，分别为 3.88、4.16、8.07
和 13.71，可见发展成果共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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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计算 2010−2016 年间共享公平性的年增长率为 0.51%，共享公平性的增长率提升揭

示了共享的变动程度。可见，2010−2016 年间的经济发展对底层 40% 人口所带来的收益要高于

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益的同时，经济成果分享的公平性增加了 2.97%，共享的发展趋势比较乐

观。总之，这六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持续的，低收入群体分享到的成果也是持续增长的，且全

社会的不平等水平逐渐改善，从而发展成果共享的水平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于公平性增长率

的衡量是基于一种相对的方式，因此所实现的共享也是相对的。

家庭总收入的社会发展程度在四轮调查中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表 3 表明，六年间工资性收

入和转移性收入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分别增加了 52.68% 和 55.52%，而资产性收入则减少了约

4.59%，这说明劳动收入和宏观调控均有助于发展成果的累积。高收入群体分享到的资产性收入

增加了 4.6%，低收入群体在该方面的表现并不乐观；但是在转移性收入方面有显著的上升趋势，

增长了近 5 倍。而高收入群体分享到的转移性收入则有所下降。
 

表 3    我国发展成果的多维共享格局

2010 年 2012 年

工资性收入 资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资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社会发展程度（元） 24 948.18 4 983.57 5 408.64 28 007.21 5 933.88 6 197.70

低收入群体分享程度（元） 4 037.89 2 798.28 516.96 4 893.94 2 318.18 1 373.74

高收入群体分享程度（元） 144 765.00 15 441.60 34 743.60 170 082.90 21 805.50 26 166.60

Palam 比值 8.96 1.38 16.80 8.69 2.35 4.76

对社会发展贡献 0.70 0.14 0.15 0.71 0.15 0.16

对低收入群体贡献 0.55 0.38 0.07 0.57 0.27 0.16

对高收入群体贡献 0.75 0.08 0.18 0.78 0.10 0.12

绝对不平等（元） 140 727.11 12 643.32 34 226.64 165 188.96 19 487.32 24 792.86

相对不平等 0.73 0.07 0.18 0.76 0.09 0.11

发展成果共享指数 0.73 4.76 0.39 0.73 2.70 1.33

2014 年 2016 年

工资性收入 资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资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社会发展程度（元） 32 973.38 5 168.64 7 138.85 38 090.24 4 821.79 8 411.36

低收入群体分享程度（元） 7 136.46 2 545.36 2 528.77 9 841.33 2 467.63 3 328.58

高收入群体分享程度（元） 171 653.98 17 605.54 30 809.69 182 270.85 16 150.58 32 301.16

Palam 比值 6.01 1.73 3.05 4.63 1.64 2.43

对社会发展贡献 0.73 0.11 0.16 0.74 0.09 0.16

对低收群体贡献 0.58 0.21 0.21 0.63 0.16 0.21

对高收入群体贡献 0.78 0.08 0.14 0.79 0.07 0.14

绝对不平等（元） 164 517.52 15 060.18 28 280.92 172 429.53 13 682.95 28 972.59

相对不平等 0.75 0.07 0.13 0.75 0.06 0.13

发展成果共享指数 0.75 2.61 1.48 0.80 2.25 1.52
 
 

表 3 展示了不同来源收入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成果分享的贡献程度。可以看到，

在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例较大，即工资性收入对两个群体成果分享

的贡献程度较高。但工资性收入对两者成果分享所带来的贡献并未呈现出很明显的趋势变化，

在这四轮调查中呈现出小幅波动的态势。而资产性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贡献高于富裕群体，但

是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由 2010 年的 38% 下降到 2016 年的 16%。这是因为在资产性收入中

经营性收入占到了很大的比重，也即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其更多的家庭收入是通过家庭拥有的

阮    敬、刘雅楠：从分享到共享

•  13  •



资本而取得的经营性收入。而资产性收入贡献的下降，则多是因为在这些年来的城市升级改造

过程中，接纳大量低收入经营者的场所持续减少，大量的小型商铺被现代化的百货商场和超级

市场所替代。除此之外，由于受资金、规模和市场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制约，居民的投资意愿在不

断降低；同时，在楼市调控和去杠杆、去库存政策的影响下，居民对楼市的投资意愿也随之下降，

导致了其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不断减少。这种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共同的负向作用使资

产性收入不利于低收入者对发展成果的分享。此外，转移性收入对低收入群体成果分享所带来

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提高，从 7% 稳步上升至 21%。除 2010 年外，转移性收入对低收入群体分享成

果的促进作用要优于高收入群体，转移性收入是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

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所以应通过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收入，从而使转移性收入更多

地惠及低收入群体。

就共享的不平等层面看，工资性收入造成的不平等程度较高，2010−2016 年间绝对不平等程

度平均每年增加约 3.75%；相对不平等程度的变动趋势则在波动中上升，从 2010 年的 73% 增加

到 2016 年的 75%，而在 2014 年则达到了 76% 的最高点，六年间年平均增长约 0.42%。资产性收

入对共享的绝对不平等呈波动中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近 1.37%；而相对不平等造成的影响则在

波动中下降，年平均降幅约 1.58%。由于资产性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经营性

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

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显然，资产性收入对低收入群体分享成果的贡献度有所下降，说明了

通过调节资产性收入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有效性在下降。除 2010 年外，转移性收入的绝对

不平等程度和相对不平等程度均呈现出略微上升的趋势，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2% 和 2.6%。可

见，就我国目前的收入分布现状，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共享

的不平等程度，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分配的调节程度还是不足以缓解共享的不平等状况。

表 3 中最后一行展示了各分项收入对发展成果共享的影响。若该值大于 1 意味着特定的收

入来源对底层 40% 群体的福利贡献大于对高收入群体的平均福利贡献，同时该值越大，则在此

维度上共享的程度就越高。可见，在四个年份中工资性收入的指标值均小于 1，分别为 0.73、

0.73、0.75 和 0.80，由于工资刚性的特征，工资性收入较难成为促进共享的主要因素，但是呈现出

逐年向好的趋势；资产性收入的值都大于 1，分别为 4.76、2.70、2.62 和 2.25，这表明资产性收入对

底层 40% 人口的福利贡献的增加是有效的，从而促进了共享。此外，资产性收入的指标值还呈

现了逐年减少的趋势，故该分项收入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有效性降低；而转移性收入指标值则

由小于 1 转向大于 1，虽然小于资产性收入的数值，但是其在逐年增加，从 2010 年的 0.39 增加至

2016 年的 1.52。可见，转移性收入促进共享的有效性在逐渐增加。家庭资产性收入是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所以从收入结构的角度看，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资产性收入是实现共享

的有效途径之一。很明显，资产性收入的提升具有较强的瞄准性，就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结构而

言，资产性收入的增长空间还比较大，提高资产性收入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够全面促进

共享。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探索性地在“增长和共享繁荣”框架下增加了对发展包容性的考量，构建出基于多维收

入来源的共享格局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利用四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研究了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情况及其对我国发展成果共享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1）2010 年到 2016 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是持续的，低收入群体分享到的成果也是持续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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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收入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间的不平等程度也趋于减缓，发展成果的共享情况较为乐观，发

展成果共享的绝对不平等程度和相对不平等程度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2）资产性收入（财富存

量）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工资性收入（收入流量）对各收入群体内的成果分享

有较大的贡献，但是对群体间的成果共享并未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转移性收入（宏观调控）对

各收入群体内的成果分享，以及群体间的成果共享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适度调高非工资性

收入的比重有利于降低共享的不平等程度；平衡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间的结构关系，扩大

收入分布的范围，能够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进而使低收入群体能够更

多地分享到发展过程中的繁荣成果，发展过程也更具有包容性。

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阶层固化等问题的关键。因此，上

述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内涵。要提高发展成果共享的程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继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共享的基础，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

同时，还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采取“瞄准式”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经济益贫式

增长，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成果分享能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

体系，是“瞄准式”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从而为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提供保障。

第二，着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在扩大收入范围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着力实现“两头

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共建共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繁荣成果，进一步创造条件，让不同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能够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

将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使中等收入群体的分享份额稳

中有升。

第三，调整收入来源的分项结构。平衡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之间变动的数量关系，即在

保持工资性收入合理比重、实现工资性收入正常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拓宽财产获取的渠道、灵活

就业、灵活经营等方式适度提高劳动者的资产性收入比重，从而降低共享的不平等程度，以全面

激发劳动者的活力。同时，通过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促进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逐步合理提

升，以发挥转移性收入对不同收入群体间共享不平等的调节作用。

第四，建立促进成果共享的长效机制。发展成果的共享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时间点各群体

收入的变动情况，更重要的是能使发展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好地沉淀和积累下来，并由此

惠及低收入群体及其子孙后代。这就要求增强不同收入群体间边界的可渗透性，给社会底层提

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实现跨时间、跨代际的可持续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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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njoying to Sharing：Researc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Sharing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Based on

Household Income Data from CFPS

Ruan Jing,  Liu Yanan
(School of Statist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Summar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to all people，it is

urgent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haring situation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China.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mainly confined to theoretical discussions，and there is little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hared problems. Moreover，most of these studies regard economic growth results 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In fact，economic growth is only one aspect of the de-

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the results of all aspects of economics will be aggreg-

ated in the form of flow and stock through income and wealth，and the results can be shared in an all-round

wa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cro adjustment. In addition，the existing research only aims at the enjoying level

of a particular income group，and does not analyze the sharing state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depth based on a

unified framework.

Therefore，based on the theory of “from enjoying to sharing”，this paper buil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dimensional sharing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resident income. For the above，we compile a measurement

index that considers development inclusiveness and can be measured by income sources，and fit the multipara-

meter income distribution to identify high- and low-income groups as the basis for describing the pattern of

sharing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income dimensions on sharing. Also，we put forward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sharing through adjusting the distribution

system，pattern and structure.

We use household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in recent years，the situation of sharing in China is more optimistic. Asset income and transfer in-

come have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achievements sharing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while wage

income only has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achievements enjoying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Asset in-

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have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while

wage income only has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enjoying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within each income

group. Therefore，moderatel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non-wage income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in-

equality of sharing; balancing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age income and asset income and expand-

ing the scope of income distribution，ca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sharing. Our conclusions imply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income

sources，so as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further sharing.

Key word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enjoying；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sharing； multidimensional

sharing pattern； income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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